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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意见 1：如作者自己在研究局限中所承认的, 本研究所使用的“道德型领导”这一概念及测量

方法都来自西方。作者知道在中国背景下使用这些概念和方法需要确保其能体现中国特点, 

应该使用修订的、最好是自己开发的问卷。那么, 为什么作者自己不去做, 而希望别人去做

呢？是研究资源不够, 条件不够, 能力不够, 还是作者自己不愿意做？希望能做出具体解释

和说明。另外在文字表述上, 作者交叉使用“道德型”和“道德性”, 而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异的。

请解释或修改。 

回应：关于道德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的定义以及测量, 目前学术界(包括本文)主要

是采用 Brown, Treviño, & Harrison(2005)的定义和测量, 关于道德型领导的本土化问题, 的

确需要进一步讨论, 以确保道德型领导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根据我们的知识, 目前中国

情境下的道德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的本土化结构及测量的研究只有 2 项: 孟慧, 宋继文, 

艾亦非, 陈晓茹(2013)以及 Zheng, Zhu, Yu, Zhang, Zhang (2011)。我们将对此 2 项研究做一

个简单综述。 

在孟慧等(2013)的论文中, 他们通过访谈的方式来进行问卷的质性研究过程, 获得了

107 个条目, 归为 8 类, 再进行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 信度和效度检验等

过程, 最终得到了 3 个维度 24 个题目的中国道德型领导的本土化测量, 维度命名及内涵如

下: 

道德品质维度：个体本身具有正直、诚信、责任、自律等品质, 对应“有道德的个体”

的品质方面。这符合以往道德领导力的研究结果, 如 Treviño 等人(2003)提出道德领导力的

一大要素就是可见的道德品质。 

尊重与包容维度：领导要尊重下属, 建立平等的关系, 允许下属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关心其工作生活, 对应“有道德的个体”的行为方面, 充分体现了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平等、

人文关怀的诉求。这符合国内外对于道德领导力的研究, 如 Treviño 等人(2003)提出道德领

导要以人为本。 



道德奖惩维度：在 Brown 等人(2005)的道德领导力研究中都强调道德领导在道德方面

的“领导作用” 。本研究中同样提出在中国道德领导力中道德奖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领导

要能够和员工讨论工作中涉及的道德原则与价值观,  当员工表现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或

者在道德方面表现突出时要给予支持和奖励, 反之需及时进行相应的提醒或惩罚, 引导员工

养成符合中国道德规范的言行。 

Zhu et al.,(2011)中提出了一个三维度的道德型领导维度: “个体道德特征”(Individual 

ethical characteristic), “ 道德决策方式 ”(Ethical decision-making style) 和 “ 道德标准构

建”(Ethical standard construction)。 

“个体道德特征”包括了 7 个条目, 主要是：倾听员工的建议; 是可以信任; 是诚实的; 不

会将个人的问题和工作混在一起; 把员工的利益放在心里; 定义成功不仅包括结果而且包

括过程; 过有道德的私人生活。这些特征概括了领导的个人特质。 

“个体道德决策方式”包括：遵守法律与法规; 做决策的时候关注到公司的社会责任; 做

公平和平衡的决策; 考虑如何以道德的方式来正确的做事。 

“道德标准构建”包括：和员工讨论商业道德和价值观; 处罚违反了道德标准的员工; 树

立了以道德的方式来正确做事的典范;  

综合上述 2 篇本土道德型领导的质性研究, 我们可以总结出： 

孟慧等(2013)以及 Zhu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道德型领导的内涵、测量内容等均没有超

出 Brown, Treviño 和 Harrison(2005)所定义的内容。例如, 道德型领导理论强调有效的领导者

应该同时是“道德的人”和“道德的管理者”(如 Brown, Treviño, & Harrison, 2005; Treviño, 

Brown, & Hartman, 2003)。“道德的人”是指道德型领导者本身具备诚实、可信赖和较高的道

德标准等品质; “道德的管理者”是指道德型领导者在所处的职位和工作中表现出合乎道德规

范的行为, 以引导下属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孟慧等(2013)的 3 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道德品

质)是属于“道德的人”, 集中表现在个人道德品质上, 例如诚实、正直以及公平、值得信任的

特质, 第二个和第三个(尊重与包容维度, 道德奖惩维度)属于“道德的管理者”, 是领导者在

管理工作中所做出的合乎道德要求的领导和管理行为。Zhu et al.,(2011)的“个体道德特征”属

于领导者“道德的人”的维度, “道德决策方式”和“道德标准构建”属于“道德的管理者”。2 份研

究中的内容, 例如双向的交流, 倾听下属, 关心下属, 尊重他们的需求, 同时奖励那些符合

道德的行为 , 惩罚那些违反道德的行为 , 这些核心内容都是在 Brown, Treviño 和

Harrison(2005)构建道德型领导中涵盖的。因此, 基于孟慧等(2013)和 Zhu et al.,(2011)研究和



西方的道德型领导定义相比较,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道德型领导的核心维度结构和测量上, 

中国和西方的道德型领导测量并无重大的差别。 

进一步地, Brown, Treviño, & Harrison(2005)定义的道德型领导在中国情境下已有很多项

研究, 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在中国文化下的适用性, 据我们所知, 在中国情境下研究道德型领

导的研究包括: Walumbwa, Mayer, Wang, Wang, Workman, & Christensen (2011), Tu & Lu 

(2013), 王震, 孙健敏和张瑞娟(2012), 周明建 和侍水生(2013)等。上述研究均是直接采用西

方道德型领导的定义和测量, 道德型领导在这些研究中都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这表明

道德型领导有较强的跨文化适用性。 

关于在文字上交叉使用“道德型领导”和“道德性领导”, 这个属于错别字的低级错误, 特

此真诚地道歉, 我们在新改稿中统一修改为“道德型领导”。 

 

意见 2：基本概念的界定不严格。 

“领导者收益”是什么意思？个人收益的本质是什么？把团队绩效作为领导者在团队层次的

收益、下属对领导者的信任作为领导者在个人层次上的收益, 有什么理论基础吗？作者认为

本研究与以前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从领导者收益的角度进行了探索, 而以前的研究关注的都

是下属收益和组织收益。下属对领导者的信任能叫做领导者的收益吗？团队绩效和领导者绩

效能叫做领导者收益吗？理由是什么？内在逻辑是什么？如果领导者在实施领导的过程中

试图获得“个人的收益”, 他/她还算是道德领导吗？ 

回应：评阅人的问题归纳起来是本文最核心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理解, 上述一系列问题可以

归类为以下 2 个大的问题：(1)本文的“领导者收益”的含义是什么, 本文的结果变量(4个变量)

被定义为团队和个人层次的“领导者收益”的合理性以及理论依据是什么？(2)道德型领导是

否会谋取个体的收益？ 

我们针对上述 2 个问题的回答如下： 

我们在文献的基础上发现, 道德型领导的结果变量大多是个体的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

为、工作满意度、工作偏离行为、创新行为等(详见本文的引言的第一段综述), 分析这些产

出的指向, 我们可以归纳它指向的主要是员工和个体, 也就是说, 目前的研究大多表明, 受

益于道德型领导的是员工和组织, 而领导者在这种道德型领导方式和过程中得到了什么

呢？道德型领导的一个主要的理论框架和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后面会详细讲述社会交换理

论框架下道德型领导的作用过程), 这种基础上看待道德型领导的领导过程是一个互惠的过

程, 也就是说, 领导展现出道德的领导行为、关心员工、双向地交流、奖励合乎道德的行为, 



惩罚违反道德的行为, 这些行为都会使员工产生回报义务感, 员工会做更多的积极产出来回

报领导的这种道德型领导行为。因为领导者本身是具有双重角色的(Eisenberger et al.2010), 

领导在组织中既是组织的代理人角色, 同时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性化的人。Plamer(2009)

也认为, 尽管领导者是个体和组织代理人的双重身份, 但是领导者更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管理

功能, 而在传统的视角下, 我们只关注到了领导作为一种管理功能给员工和组织带来的积极

影响, 而忽略了领导者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积极影响。而本文的 4 个结果变量: 个体层

次的对领导的信任(包括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以及团队层次的绩效产出

(包括领导者绩效和团队绩效), 是借鉴了“关系-任务”理论框架而概念化的变量, 也就是说, 

团队层次的 2 个变量集中定义了在任务完成方面的产出, 而个人层面的 2 个变量体现了在人

际关系方面的产出。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所定义的“领导者收益”实际上可以理解为: 在领导

过程中指向领导者的积极产出。它包含 2 个重要因素: 第一, 基于社会交换的视角，这种收

益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积极产出或者积极回报, 而不是简单的金钱和物质收益; 第二, 这种积

极产出和回报是指向领导者的, 例如信任作为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要素, 它是有对象的, 对

A 或者对 B 信任, 这种信任是指向 A 或者 B 的。因此, 我们认为对领导者的信任是指向领导

者的积极产出。在团队层次, 领导有效性也是针对领导过程的积极产出, 根据 Douglas 和

Ammeter (2004)的框架, 它包括了领导者绩效和团队绩效, 其中领导者绩效是针对领导者个

人的绩效评价, 而团队绩效是针对领导者所管理的团队的整体评价, 这一框架更好地契合了

领导者的双重角色(Eisenberger et al.2010)所获得的积极产出, 我们也可以认为上述 2 种与领

导者切身相关的绩效评价指标是领导过程中指向领导者的收益。上述就是我们对“领导者收

益”的解释以及 4 个结果变量出现的合理性。 

道德型领导能不能获得指向他个人的收益, 如果获得了还是不是道德型领导？这一问

题要从我们本文的定义的“领导者收益” 说起, 在本文中, 我们并未对领导者收益做一个变

量测量, 而只是提出的一个概念框架, 在这个框架下, “领导者收益”实际上是领导者在领导

过程中获得的指向他的积极产出。在上一段我们阐述了“领导者收益”实际上被操作化定义

为：个体层次的对领导的信任(包括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以及团队层次的

领导有效性(包括领导者绩效和团队绩效), 前述已经表明他们都是指向领导者个体的积极产

出。 其次, 这些产出并没有伤害到员工或者组织的产出(收益), 并不存在领导者运用权力假

公济私和违背道德的行为, 因此, 它并不是一个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道德风险被定

义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因此, 

本文定义的“领导者收益”并不属于道德风险中所定义的那种损害他人的福利来实现自身效



用最大化的行为, 因此, 也就不存在道德型领导获取指向他个人的收益就不能算道德型领

导。换另一种说法, 如果道德型领导的确做了“道德风险”的行为, 损害了他人的福利来实现

自己利益最大化, 那他(她)本身就违背了道德型领导的定义, 的确不是一个道德型领导, 关

键就在于他获得的指向他自己的积极产出, 是否有伤害他人或组织的利益。从本文所定义的

4 个变量来看, 这 4 个变量没有损害组织和员工的效用和福利。 

另一个角度来说, 社会交换理论是道德型领导的基础理论之一, 社会交换理论本质上是

描述了“给予”和“回报”之间的互惠关系, 也就是中国文化里的“施恩”和“报恩”之间的良性关

系, 既然领导者采取了道德型领导的领导方式(领导者的给予), 那么必然会有相应的回报(下

属指向领导者本人的回报)。因此, 讨论道德型领导的回报, 不是一个“道德困境”问题。 

综上所述, 道德型领导的“领导者收益”实际上是下属做出的指向道德型领导的积极产

出, 这种积极产出在本文中被操作化定义为团队层面的任务产出和个人层面的关系产出, 同

时, 领导者获得的这些积极产出(回报)并非是“道德风险”中损害他人和组织的利益而实现自

己的利益最大化, 而是一种不损害组织和他人利益下的总福利增加。 

 

意见 3：“团队领导-部属交换平均水平”与“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是什么关系？ 

回应： 非常抱歉, 这是一个笔误的错误。这一名称实际上是 leader-member exchange Mean 

(LMX Mean)的中文翻译。这一变量作为 LMX 理论在团队层次的衍生, 在西方的研究中已趋

于成熟和接纳, 但是目前还没有国内的研究涉及到, 因此也没有现成的翻译可以借鉴, 对于

这个变量翻译成什么中文更加恰当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讨论。在初稿中我们翻译为：“团队

领导-部属交换平均水平”, 这是一个意译的方式, 例如原文中并没有“水平”这个单词, 这个

方式应该更能够让中国人理解这个变量的核心意思,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意义不够严谨, 在投

稿前的修改稿中, 我们通过讨论, 又修改为“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 我们在修改时, 有一

部分内容没有被完全修改完, 所以造成您看到的有 2 个名称, 再次致歉, 在这一稿中我们核

对全文, 将其全部修改为“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 

 

意见 4：领导者绩效如何定义？领导者绩效与团队绩效是什么关系？如何区分？我仔细查看

了本报告列出的测量领导者绩效的问卷和来源 , 实际上原文要表达的是领导者有效性

(effectiveness)。“领导者绩效”与“领导者有效性”不是一个概念。请作者斟酌。 

回应：领导有效性作为一个变量, 其内涵、结构和测量在学术界并没有高度的共识, 仍然存

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但其中高度一致的都包含了绩效产出。本文引用了 Douglas 和



Ammeter (2004)的框架, 将领导过程中的绩效产出分为领导者绩效和团队绩效。其中, 领导

者绩效是指的关于领导者个人的工作绩效表现, 而团队绩效是指领导者带领下团队的工作

绩效表现, 由于领导者在组织中具有双重身份, 既是一个独特的个人, 也是组织的代理人行

使管理职能, 因此, 领导有效性作为领导的结果, 包括领导者作为独特个人的领导者绩效, 

以及包括作为组织代理人行使管理职能而获得的团队绩效 , 在理论上也是有价值的。

Douglas 和 Ammeter (2004)的框架实际上是强调了领导的本人和团队的绩效作为领导有效性

的指标。本文采用这种思路, 将领导者本人和所带领的团队的绩效作为指向领导者的绩效产

出。 

同时, 我们还回顾了其他一些高质量期刊上发表的领导有效性的测量和内涵： 

Ng, Ang 和 Chan (2008)将领导有效性定义为领导者在任务、概念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领

导力(例如规划和安排工作, 授权和协调任务等)。 

Van Knippenberg和van Knippenberg (2005)将领导者有效性直接定义为团队绩效表现(在

他们的研究里将团队提出的创意的数量作为绩效指标)。 

综上所述, 我们在探索领导者在绩效方面的积极产出时, 是可以借鉴领导有效性的概念

来衡量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是否有很好的任务和绩效产出, 而本文进一步区分了领导者基

于个人的和基于团队的 2 种绩效来衡量他在领导过程中的绩效产出。 

 

意见 5：道德领导与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团队绩效、领导者绩效都达到了.6 以上的相

关, 其中与团队和领导者绩效的相关高达.839 以上。说明这几个变量的内在相关性。请作者

对此作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证明这几个概念的相对独立性。 

意见 6：领导者绩效与道德型领导、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团队绩效的相关分别达到

了.839, .727, .668。这样高的相关系数, 能否说明这些变量是彼此独立的？领导者绩效(应该

是领导者有效性)是从团队层面来衡量的(见测量题目的举例), 是对团队有效性的评价, 那它

与团队绩效的区别是什么？团队绩效不是领导绩效的构成成分吗？或者应该是领导者有效

性的具体体现。 

回应：针对问题 5&6, 我们连在一起进行回答： 

团队绩效和领导者绩效存在高度相关(r=0.839)是必然存在的, 因为领导者作为个人和

组织代理人两种身份是高度重合的, 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因此, 他们之间会被预期产生高度

相关, 在 Douglas 和 Ammeter (2004)的文中, 他们的相关系数为 r=0.57(p<0.01)。但是团队绩

效和领导者绩效不会因为高度相关而产生多重线性的问题 , 因为他们作为结果变量, 在



HLM 或 SPSS 中并不同时出现在模型中, 而是分别计算的, 因此他们的相关性并没有造成统

计上的影响。 

至于道德型领导和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存在的相关也有一定的理论性, 道德型领导

会团队内发展高质量的交换质量(详见本文假设 3 部分的论述), 例如, Walumbwa 等人 (2011)

发现道德型领导与领导-部属交换(个人层次)的相关性达到了 r=0.48(p<0.01), 这也间接表明, 

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为了检验评阅人提到的变量之间的独立性问题, 也就是变量的区分效度问题, 我们参考

Mathieu 和 Farr(1991)的两种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相近变量区分效度的方法(梁建, 樊景立, 

2008)。 

第一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 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正文中的 4.1 部

分的表 1的个体层次的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部分, 对比 6因子模型到 1因子模型, 6因子模

型具有高的拟合度  (χ
2
=115.986, df=62, CFI=0.980, GFI=0.941, IFI=0.981, RMR=0.051, 

RMSEA=0.059, AIC=201.986), 而 1 因子模型到 5 因子模型的拟合度都不满足阈值, 而如果变

量之间有高度重合或者区分度不够的情况下合并变量, 模型拟合度就不会显著变差, 而本文

的统计结果是显著变差, 这表明各变量是独立变量, 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第二个方法比较 4 个变量(道德型领导与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团队绩效、领导者绩

效)对另一变量的预测效度, 如果 4 个构念是不同的, 那么在预测其他变量上也有差异, 因此, 

自由估计系数模型会更有, 如果 4 个构念是相同的, 那么在预测其他变量上没有差异, 因此, 

自由估计系数和固定系数模型的拟合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以上述4个变量作为自变量, 

工作满意度(Cammann, Fichman, Jenkins & Klesh, 1983)作为结果变量来进行回归系数估计, 

并比较自由估计和固定系数两种情形时模型的拟合度。在未设定系数, 允许自由估计时, 模

型拟合度较好(χ
2
=101.853, df=44, χ

2
/df=2.315, GFI=0.940, CFI=0.974, TLI=0.961, IFI=0.974, 

RMSEA=0.073)。在设定4个系数为 0.5, 不允许自由估计时, 模型拟合度为(χ
2
=307.845, df=48, 

χ
2
/df=6.413, GFI=0.852, CFI=0.882, TLI=0.838, IFI=0.883, RMSEA=0.148), 比较这 2 个模型, 

自由探索模型可以接受, 而固定系数模型的拟合性达不到阈值, 这表明这 4 个变量有明显的

区分性。 

综上所述, 本文的几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但是几个变量的独立性或者区分性是明确

的, 他们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意见 7：数据收集方法的问题。尽管本文用两种方法时候检验了共同方法偏差可能对研究的

影响并报告不存在显著影响, 但正如作者在文章最后的局限性中承认的, 本研究所涉及到的

几个概念实际上都是在态度或评价的层面, 也即员工对领导者和团队的感知、态度或评价。

这样的变量非常容易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及时统计分析没有发现这种影响, 也不能从概

念的层面上排除这种影响。希望作者能补充数据, 可以让一部分团队成员报告绩效, 另一部

分报告领导风格。 

回应：同源误差(共同方法偏差)的确是本文的一个局限之一, 本文通过 2 种方法来检验它是

否对本文的变量之间的效应产生影响, 结果表明他并不没有显著干扰我们的推断。同时, 本

文将个人层面评价的道德型领导和领导 -部属交换按照 “直接一致合成模型 ”(Direct 

Consensus Composition Model, Chan, 1998)的方法聚合(以组均值聚合)到了团队层次成为团

队层次的道德型领导和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 本研究每个团队的平均规模是 5 人左右, 

这意味着是来自包括该名评价者在内的5名评价者分数的平均值才会形成团队层面的值, 团

队均值很显然和团队内某一个个体的值有区别, 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同源方差的影响(Du & 

Choi, 2010)。因此,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认为, 尽管我们不能说同源方差完全没有影响, 但是我

们认为它并未严重到影响到本文的统计推断, 然而, 我们仍然赞同评阅人所说的, 研究应该

更加严谨, 从研究设计阶段就从程序上减少同源方差的影响, 我们会在以后的研究中更加注

意这个问题。 

 

意见 8：从概念来分析, 有道德的人是不计汇报、愿意施舍、自愿奉献的。道德领导也应该

是只奉献不图个人收益的！如果领导者追求个人收益(尽管这种收益可能对组织有利), 那也

不能把道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实际上这样做恰恰是违背了道德原则的。所以, 本文作者

的研究视角需要更充分的论证！为什么要关注道德领导的个人收益！ 

回应：前面已经回复了为什么领导者可以追求一些指向他的利益, 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评阅人提出的加强论证的建议, 我们非常赞成, 在文中的引言和讨论部分, 都加强

了相关论述。并引入了道德风险这个概念来区分领导者追求个人利益是否道德的问题。 

 

意见 9：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道德领导的个人收益也是违背道德原则的。有道德的人不讲交

换, 他们只付出, 不图回报, 社会交换理论应该不能充分解释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可能的话

请作者对应用社会交换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做出更充分的解释。 



回应： 社会交换理论是微观社会学的重要理论, 被广泛地用于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组织、

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交换理论假定人类的行为都是建立在理性、合理化决策的基础上, 

因此就可以通过人际间的互动和交换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互动和交换过程的规则和模式也

就可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模式和规则。在组织行为和员工-组织关系的研究中, 社会交换理

论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之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长盛不衰。 

布劳(1964)认为社会交换过程和互动在现实生活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交换过程并

非无条件产生, 它产生的 2 大重要因素包括： 

一是回报的义务感。指当一个人向他人提供有报酬的服务时, 他人就负有了回报他的义

务感。这种义务感只是表明了个体负有回报他人的义务, 而对回报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完

全是“未加规定的义务”。 

二是互惠规范是交换发生的必要条件, 互惠规范“强化和稳定了隐含在社会交换本身特

性中的倾向”。交换要继续, 不可能存在单方面的提高服务而没有回报行为或回报预期, 交换

中的双方要继续深入交换, 一方获得了他人提供的服务, 就必须为过去获得的服务履行回报

义务, 实际上互惠规则是交换双方利益平衡原则。 

与社会交换经常一起出现的另一个交换是：经济交换 (Economics exchange or 

transactional exchanges)。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交换。在经济交换中, 双方

按照劳动契约来进行行为指导, 双方的互动和权利责任都以正式的劳动契约为蓝本。在社会

交换中, 领导和员工双方进行着超出劳动契约以外的情感的和社会的交换, 具有高度的相互

信任、互惠。Blau(1964)认为：“只有社会交换能够强化人们的使命感、回报感和信任(obligation, 

gratitude and trust), 而经济交换则不能够”。因此, 社会交换的核心特征是相互的使命感、回

报感和信任, 而经济交换的核心特征是物质交换物。 

Brown and Treviño (2006)认为道德型领导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

论。社会交换理论表明, 当员工认为道德型领导公平地对待了他们, 关心和爱护他们, 他们

会认为他们和领导之间有着高质量的社会交换, 他们有回报义务去回报道德型领导的“给

予”, 因此, 他们会做出更多积极行为来回报领导的积极给予。这一过程描述了道德型领导与

下属之间的社会交换的过程。 

在实证研究中, 已经有许多研究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中国情境下道德型领导和下属

的产出, 例如, Walumbwa et al., (2011),  Li, Xu, Tu 和 Lu (2014)等研究, 都是基于中国情境

来验证道德型领导的社会交换过程。 



推而广之, 社会交换理论实际上是领导力、员工-组织关系领域使用最广泛、解释力最强

的理论之一。我们在本文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并非无依据的, 在本文的模型中, 道德型领导的

理论基础之一是社会交换理论(Brown & Treviño, 2006), 而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的理论基

础就是社会交换理论, 包括结果变量的信任, 其中一个理论基础也是社会交换(Liao & Ruppi, 

2005), 因此, 社会交换在本研究中能够完整地的解释整个模型的作用过程和机制。 

我们也在正文中增加了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道德型领导的作用过程的论述。 

 

意见 10：本文的写作还有一些错别字。希望以后提交手稿时更认真一些。 

回应：感谢评阅人的意见, 我们在修改稿中认真字词句等表达问题。 

 

审稿人 2意见： 

意见 1：文章书写不够流畅, 许多地方的表达过于晦涩, 有些地方还有缺字多字错别字。例

如摘要部分“具体地, 我们检验了道德型领导对个体层次的下属对领导者的认知及情感信任

和团队层次的团队及领导者绩效的影响, 以及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道德型领导对个体层次的员工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 以

及团队层次的团队绩效和领导者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 (2)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中介了

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以及与团队绩效的关系, 但在道德型领导

与领导者绩效关系间无显著中介作用”初读起来非常难懂, 是否可以考虑改变句式。另外, 文

中有的术语过长, 是否可以考虑简化术语, 或者在初次出现时用全称, 之后用简称？ 

希望作者对文章整体的语言表达进一步修改、润色, 使文字更加凝练。 

回应：感谢评阅人的意见, 我们也赞同您的看法, 一些变量的确比较长, 这是因为语言表达

问题, 本文的几个主要变量是在西方情境下命名的, 翻译成中文以后就显得有点晦涩而且表

达不易。例如, 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 mean), 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

(cognitive trust in leader)以及对领导者的情感信任(affective trust in leader), 我相信评阅人的

意见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中英文全称, 后面都用英文简写, 例如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

(LMX Mean), 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CTL)以及对领导者的情感信任(ATL), 我们综合考虑, 

将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LMX Mean)作为一个简写, 因为这个简写是学术界公认的, 简写

不会带来阅读和理解障碍, 而其他几个变量的简写会影响阅读性, 因此我们还是保留了原

文。 



对于评阅人的第二个意见, 我们作者独立地对文章的表达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炼、润色和

修改, 改善文章的表达的有效性。 

 

意见 2：语言表达的严谨性问题。 

如“4.1 同源误差检验”部分第三段, “比较 6 因子模型和 7 因子模型, 7 因子模型表现出稍好的

拟合度  (χ
2
=61, df=48, CFI=0.995, GFI=0.967, IFI=0.995, RMR=0.016, RMSEA=0.033, 

AIC=174.956)。然而, 7因子模型改善6因子模型的幅度过小(李锐, 凌文辁, & 柳士顺, 2012)”, 

要说明改善幅度过小, 是不是应该拿出具体的指标或者统计检验？另外这里的 χ
2 是否需要

保留小数位？ 

再如讨论部分第二段“但是, 从回归系数上看, 道德型领导对认知信任的影响更大”, 第三段

“在相关系数上, 道德型领导与领导者绩效的回归系数远远高于团队绩效的系数” 

回应：关于 6 因子和 7 因子模型的比较问题, 在 Dulac, Coyle-Shapiro, Henderson 和 Wayne 

(2008)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以及李锐, 凌文辁和柳士顺(2012)发表在《心

理学报》的两篇文章中, 都是笼统地这么表达, 并未给出具体的指标或统计检验结果, 尽管

我们在这一句话并未给出指标, 我们在随后的“同源误差”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的计算上, 

表明平均方差抽取量只有 0.395, 低于 0.500的阈值, 这表明同源方差不足以成为一个潜变量

来影响本文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修改稿中将所有 CFA 中的 χ2 保留 3 位小数位, 详见 4.1 部分 

其他语言表达问题, 我们在修改稿中进一步修改, 以使文章更具可读性。例如, “但是, 从

回归系数上看, 道德型领导对认知信任的影响更大”, 第三段“在相关系数上, 道德型领导与

领导者绩效的回归系数远远高于团队绩效的系数”等, 均已重新修改, 以更符合简洁性。 

 

意见 3：文章中还存在不少格式问题。 

例如“(Walumbwa, & Schaubroeck, 2009)”文中引文只有两个作者时“&”前无需逗号; “我的领

导会按照道德准则规范个人生活”, 中文中的引号应该用中文体; 表1中的 χ
2 没有保留小数。

其他格式问题望作者进一步自检, 规范格式。 

回应：感谢评阅人关于格式和细节的关注, 我们非常抱歉在前一稿中对细节关注不够, 我们

在修改稿中, 进一步对全文的格式、表达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修改。 

 

意见 4：本文提出了“领导者收益”这一概念, 但是却没有清楚地界定这一概念的内涵, 以及



如何将其与“员工收益”和“组织收益”相区分。另外, “对上司的信任”、“团队绩效”和“领导绩

效”这几个变量为什么属于领导收益, 而不是员工收益或组织收益呢？ 

回应：这一问题在对第一个评阅人的 2.1 问题中已经回答, 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要感谢两位评阅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我们在修改稿中加强了这一部分的理论论述

和合理性的解释(详见引言部分), 以使读者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关注。 

 

意见 5：本文没有验证假设 5b, 讨论部分对为什么没有验证假设 5b 的讨论显得不足。 

回应：感谢评阅人的建设的意见, 这一点的确是我们在上一稿中忽略的地方, 我们在这一稿

中已经专门用了一段来解释为什么假设 5b 的假设没有被验证。详见本文的讨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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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意见 1：尽管作者根据评审意见做了修改, 但我对这个主题还是持有“偏见”。至少题目不合

适, 现在的题目容易引起误解：似乎是道德型领导主观期望自己得到什么。但本文的主题是

道德型领导的效果, 或者对团队绩效和个体绩效的影响。 

回应：感谢评阅人的意见, 我们的主题关注道德型领导者得到什么的合理性包括： 

http://dx.doi.org/10.1037/0021-9010.90.1.25
http://dx.doi.org/10.1037/0021-9010.90.1.25


第一,  “领导者在领导力中获得了什么”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空白。Wilson, Sin 和 Conlon 

(2010)发表在 AMR 上的概念性论文指出, LMX 领域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下属从 LMX 中得

到了什么收益, 但很少关注领导者从 LMX 中的收益。Liu, Liu, Kwan 和 Mao(2009)的文章也

指出, 在师徒指导(mentors-protégés mentorship)研究领域, 大量关注了这种指导关系带给徒

弟的收益, 而很少讨论师徒关系带给上级指导者的收益。实际上, 在整个领导力研究领域, 

都存在类似的问题(Wilson, Sin, & Conlon, 2010)。因此, 本文关注道德型领导获得了什么收

益, 正是试图去填补这一空白, 这也是本文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第二, 本文从社会交换来研究道德型领导与领导者的获得, 社会交换理论是道德型领导

的基础理论之一。社会交换理论本质上是描述了“给予”和“回报”之间的互惠关系, 也就是中

国文化里的“施恩”和“报恩”之间的良性关系, 既然领导者采取了道德型领导的领导方式(领

导者的给予), 那么必然会有相应的回报, 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了下属指向员工和组织的回

报, 而缺乏研究下属指向领导者本人的回报(详见本文引言部分的论述)。因此, 本文基于社

会交换理论来研究道德型领导与领导者获得, 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 本文的结果变量体现了道德型领导在领导力中的收益。借鉴领导风格“任务”和

“关系”导向的划分, 以及中国文化下“关系主义”的特点(Chen, Eberly, Chiang, Farh & Cheng, 

2014), 我们将领导者的收益聚焦在“任务”和“关系”产出上。在领导者的“任务”产出上, 本文

引用了 Douglas 和 Ammeter (2004)的框架, 将道德型领导在领导过程中获得的绩效产出分为

领导者绩效和团队绩效, 其中, 领导者绩效是指关于领导者个人的工作绩效表现, 团队绩效

是指领导者带领下团队的工作绩效表现。在领导者的“关系”产出上, 本文引用了 Yang, 

Mossholder 和 Peng (2009)的框架, 将下属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作为重要的人际关

系产出, 这是因为下属在与上级的关系中承受着较大的风险, 下属对领导的信任是维持领导

-下属长期关系的关键, 因此, 下属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能够很好地反应领导-下属

之间的关系质量。本文分别将个体层面的下属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团队层面的领

导者和团队绩效作为道德型领导在领导过程中“关系”和“任务”方面的回报。 

第四, 应该将领导者收益和领导者的道德风险严格区分开。我们在第一次修改说明中详

细论述了, 道德型领导作为一个积极领导风格和领导行为(Youssef-Morgan, & Luthans, 2013), 

必然带来领导者个人福利和效用的增加, 这种增加并不是以组织和员工利益的福利和效用

的减少为前提。因此, 我们的研究并不是说道德型领导在领导过程中有企图获得什么私利, 

而是他们的积极领导行为的最终后果不仅使组织和下属受益, 而且使自己也受益, 这就比如: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这种亲社会行为背后会对行动者产生良好的后果。 



基于上述理由, 我们认为修改题目, 将“道德型领导得到了什么？”这一标题拿掉之后, 

会使文章减色不少, 因此我们真诚地建议保留原题目。 

 

审稿人 2意见： 

意见 1：作者逐一详细解答了之前的审稿意见, 并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对领导收益这一概念

做出了更详细的阐述, 文章的理论逻辑更加清晰。 

回应：感谢评阅人的积极反馈！ 

 

意见 2：组织领域的研究对文章的写作水平一向要求较高, 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尽管作者对

写作进行了一定层次的改进, 但还有不少问题。审稿人已经在文章中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地

方做了批注或者修改, 并且诚挚地希望作者能够进一提升语言的流畅性和凝练性。建议作者

将自己的文章交由几位同行阅读, 并进行文字润色, 这个问题在文字上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本文的逻辑以及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都比较好, 希望不要让文字表达成为败笔。 

回应：感谢评阅人的建设性批评, 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来改善本文的语言的流畅性和凝练

性：一是由不同的作者独立地全文修改语言表达, 然后综合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二是邀请

2 位博士研究生独立地精读本文并提出修改意见, 然后综合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三是邀请

2 位副教授独立地精读本文并提出修改意见, 然后综合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希望通过上述

程序, 能够更好地提升文字表达的流畅和凝练。 

 

意见 3：希望作者仔细参照 APA 写作格式, 对于“=”, “<”, 以及括号前后的空格问题, 以及标

点符号的中英文体, 做出统一修正。 

回应：感谢评阅人指出的格式问题, 我们对此作了全文检查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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